
现代中国的日本研究：以研究机构与研究人员变迁为基础的发

展特征分析 

[日]园田茂人，东京大学教授 

（译者：丁诺舟，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一、前言 

广 义 而 言 ， 社 会 科 学 视 角 下 的 地 区 国 别 研 究 起 源 于 冷 战 期 间

(Tzeng,2018;Okano,2018)。然而日本的亚洲研究，特别是中国研究则早在二战

之前就已出现。明治时代之前产生的汉学传统、进入昭和时代后出现的帝国主义

扩张野心与殖民地经营的实际需要等历史要素交织在一起，共同推动了日本亚洲

研究的不断发展。 

纵观世界的日本研究界，研究者的生活、研究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研

究方向与研究风格。美国的日本研究起源于二战中的实际战略需求，成熟于二战

结束之后，在日本占领政策和所谓“反共防波堤”的构筑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Oguma,2018:23）。东南亚的日本研究则主要源于东南亚各国对日本经济发展动

力的关注，以及日本国际交流基金做出的不懈努力（Thang,2018:76-80）。韩国

与中国台湾则将日本研究置于“去殖民地化”这一历史语境中进行研究，在二十

世纪九十年代后，二者的日本研究在质与量上都呈现出长足进步（Lee, 2018:102；

李，2016:43）。澳大利亚的日本研究虽标榜“反欧洲中心论”，却依然保有英语

圈日本研究的固有特征，也有澳大利亚学者质疑是否真正存在澳大利亚独特的日

本研究范式（Stevens, 2018:133）。上述学者在著作中不约而同地指出，世界各

国的地区国别研究均在不同程度上受该国的地缘政治局势以及学会、研究机构等

制度性因素制约。 

然而，进行日本研究的毕竟是研究者个人，地缘政治局势与各种制度只不过

创造了研究人员的训练与活动环境。无论政府设立何种奖励措施来鼓励对某领域

进行研究，如果本国国民对此不感兴趣，研究人员不认为该领域称得上学术研究



对象，针对该领域的研究就不可能发展进步。因此，决定各国日本研究兴衰的基

础要素是研究人员个体。研究人员具备何种特征，以何种方式结成研究机构，研

究人员在该国的知识生产体系中占据何种地位，这些要素在考察该国的日本研究

状况时至关重要。 

然而，几乎没有学者在分析各国研究人员特性的基础上，探讨该国区域国别

研究的特征。仅有 Steinhoff(2013)的论文概述了美国的日本研究人员特征。1幸

运的是，中国的日本研究界已先后组织过两次大规模调查，主要的日本研究机构

以及大部分日本研究人员的信息得到数据化与汇总。 

本报告以研究机构与研究人员为分析对象，在考察中国的日本研究的成长轨

迹的同时，也将探讨其已经面临或即将面临的难题。 

二、数据来源 

本报告以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主持进行的两次调查（2009 年的调查合作者

有中华日本学会、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2018 年的调查是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

与中国多家日本研究学会合作进行的，也得到了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的大力支

持））所获得数据为基础撰写。两次调查的结果分别以《中国的日本研究（1997-

2009）参考资料》（2010 年 5月）和《中国的日本研究（1997-2018）参考资料》

（2019 年 2 月）为题编辑为资料集用于学术交流。两部资料集均以名单的形式

收录了中国的主要日本研究学会、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信息。为便于分析研究，

本报告将上述信息数据化后组建数据库，以数据库信息为主进行论述。 

数据库分为研究机构与研究人员两类。研究机构数据库主要收录五项信息，

分别为：（1）机构名称（2）机构所在省（3）设立年份（4）主要研究领域（含

2009年信息与 2018 年信息两项）（5）任职于该机构的教师、研究员人数（含 2009

年信息与 2018 年信息两项）。2009 年调查涵盖 100 所研究机构信息，2018 年则

扩展至 118 所。在两次调查中均提供信息的机构有 88 所，其余机构仅出现于某

一次调查结果中，因而两次调查实际涉及研究机构 130所。上述机构中有 8所为

                         
1
 此类研究需要三项基本条件，即可分析的数据源、一定数量的日本研究人员以及研究人员名单。日本

国际交流基金会于 2012 年委托 Steinhoff 对美国的日本研究状况进行调查，获取了 1039 名日本研究者的数

据信息，因而 Steinhoff 能够分析美国的日本研究人员的特性。 



成员超过 300人的学会组织，不属于本报告的分析范畴。 

研究人员数据库包含六项主要信息，分别为（1）出生年月（2）性别（3）

所属机构与职称（含 2009年信息与 2018年信息两项）（4）获取学士/硕士/博士

的时间及国别（5）主要研究领域（存在涉及多领域者，含 2009 年信息与 2018

年信息两项）（6）主要成果（三项以下）的发表时间、语言、国别、是否独立作

者（含 2009 年信息与 2018 年信息两项）。信息既包含研究人员的个人信息，也

包括研究成果等学术信息。2009年获取研究人员个人信息 1041份，2018年则增

至 1609 份，两次调查均提供信息的研究人员为 938 人，至少在一次调查中提供

信息的研究人员为 1712人。2为了了解日本研究的实际状况，此次调查将范围限

定为以有硕士学位授予资格的研究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为主，还有 2009 年调查的

对象者和大规模的学会会员。3 

两次调查均以自由填写的问卷为调查手段，不设必填项，因而一部分信息存

在缺失现象。因此，在按信息类别绘制表格进行分析时，可利用样本一般少于总

样本数。4添加了相关信息并汇入 Excel文档。笔者将其转换为 SPSS 格式，对数

据进行处理后制成数据库。5本报告以此数据库为基础撰写。后文应分析需要，会

同时引用 1984年与 1995年进行的同种调查结果。 

三、研究机构变化概况 

首先考察各研究机构呈现出的变化。 

图 1为研究机构设立年份分布图。从图中可以看出中国的日本研究机构的设

立时间集中于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改革开放后的 1979年至 1981 年，中国社

会科学院日本研究院所、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等研究机构均成立于此时。

                         
2
 后文会对研究人员的升迁状况进行分析，分析时仅将在两次调查中均提供了职位信息的研究人员作

为分析对象。 
3
 本报告分析了研究人员的专攻领域，但由于数据采集的上述特征，日语和日语教育专业的研究人员

数量可能低于实际状况。 
4
 数据化以保持原有信息为宗旨，仅在必要的情况下进行归纳或添加新内容。最难以数据化的是研究

人员信息中的研究领域一项，调查信息过于琐碎，不利于统计分析，因而笔者将其分为八个类别。具体而

言，将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亚洲政治、东北亚地区国别研究、日本政治、日台关系等领域划归“政治·外

交”，将日本经济、经济政策、日本金融、东北亚经济、中日经济比较划归“经济”，以此类推。笔者先制

定了上述概念的对应表，数据化工作以此为基础进行。 
5
 数据录入工作开始于 2019 年 9 月，结束于同年 11 月，此后经历了数次清查工作，笔者于 2019 年 12

月中旬开始了分析工作。 



第二个时期是 1999 年至 2004年，清华大学外语系日语专业、南京大学中日文化

研究中心、青岛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等大学的研究部门均在这一时期成立。

1999 年，中国国务院批准公布了《面向 21 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指出 1995

年的大学入学率为 7.2%，1998 年为 9.8%，为了振兴教育，计划在 2010 年前将

大学入学率提高至 15%，自此大学进入扩招时期。日本研究机构的第二次成立高

峰期与大学扩招期基本吻合。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日本研究机构持续增加。在高峰期一年最多成立五所

机构，但在高峰期以外，每年也会成立一到两所机构，这一趋势一直持续到 2019

年。日本研究机构的设置需要获得党和政府的批准，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

国的国家意志。即使在中日两国因历史教科书问题和领土争端而关系恶化之时，

日本研究机构依旧保持增长态势，这一特征值得特别关注。6 

 

图 1 研究机构设立年份 

其次，考察各研究机构的地区分布（参考图 2） 

                         
6
 研究机构的人员数量及覆盖研究领域与设立时间并无明显关系。2000 年-2010 年成立的研究机构平

均人数最少，为 16.1 人，2010 年-2018 年成立的机构平均人数最多，为 22.9 人，二者差别不大，可以说

研究机构的人数基本固定。在八个研究领域，各机构平均能覆盖两个领域，覆盖领域多寡同样与设立时间

无关。 



 

图 2 研究机构的地区分布 

2009 年调查数据显示，研究人员集中于北京、天津、上海三大直辖市，以及

东北三省和其他某几个省份与都市
7
。这一状况在 2018 年调查时并无明显变化。

然而，将研究机构创立时间与地区分布两组数据进行对比，则可以发现新的现象。

1990年以前开设的研究机构确实集中于三个直辖市与东北三省，但是 2000年以

后设立的研究机构则多分布于上述地区之外，换言之日本研究机构的分布范围不

断扩展。 

如图 3 所示，成立时间对研究机构可覆盖的研究领域多寡并无直接影响。8

日本研究机构最初集中于几个特定地区，之后逐渐向全国拓展。虽然研究机构的

地区分布依然不平衡，但各地区均能覆盖主要研究领域，并未出现某一地区垄断

特定研究领域的现象。 

                         
7
 蒋立峰·杨栋梁：《中国的日本研究现状与展望》，载于中华日本学会、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日本国

际交流基金会编:《中国的日本研究（1997-2009）》（参考資料），2010 年，第 8 页。 
8
 37 名受调查者表示自己的研究领域为“法律与行政”，占全体的 2%，但没有研究机构表示可覆盖“法

律与行政”领域。 



 

图 3 各研究领域相关机构的成立时间 

注：由于一个研究机构可能覆盖多个研究领域，因而合计数值超过研究机构总数。 

四、研究者群体的变化 

本章将从五个角度分析研究者群体呈现出的变化特征与趋势。 

4.1 地理分布·年龄结构·研究领域：研究人员结构与代差 

图 4展示了研究人员所在单位的地理分布情况。北京、天津、上海三大直辖

市在 2009 年已拥有众多日本研究者。截至 2018年，上述三直辖市不仅又新增了

60-70名研究人员，而且分别建起了各市的日本研究学会。其余各地区的日本研

究者人数都有稳步增加，云南、安徽、新疆等没有专门的日本研究机构的地区也

出现了日本研究人员。研究人员的地区分布与研究机构的地区分布证实了同一现

象，即各地区间的日本研究能力依旧不均衡。 

图 5展示了研究人员的年龄分布状况。 

2009 年与 2018 年时隔 9年，这一时间间隔造成的研究人员年龄变动在分布

图中清晰可见。值得注意的是，研究人员的年龄分布并不均等，而是集中于某三

个特定年龄段。具体而言，第一代日本研究者大多出生于 1954年到 1957年，幼

年时期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第二代日本研究者多出生于 1962年到 1966 年，他们

考入大学的难度普遍低于第一代日本研究者。第三代日本研究者多出生于 1978



年至 1982 年，成长于改革开放的春风中，1999年高等教育改革开始之时，他们

恰好升入大学。上述三代研究者集团分别形成了小的研究核心。 

在 2018 年调查之时，第一代研究者大多退居二线，第二代研究者开始成为

学会领袖，指引学术研究方向，而第三代研究者多为副教授、副研究员，随时准

备接过第二代研究者的接力棒。 

 

 

图 4 研究人员所在单位的地理分布
9
：2009-2018年（单位：人） 

 

图 5 研究人员的年龄分布图：2009-2018年（单位：人） 

对比 2009 年与 2018 年调查数据的年龄分布状况可以发现，在 2009 年，第

三代研究者大多集中在 25-35 岁区间，形成了青年研究集团。然而在 2018 年却

                         
9
 图中出现了日本、香港，因为本次调查只限于中国大陆，不应出现这两个地域，有的调查票，特别通

过大规模学会发的调查票填写时可能把在日本的客员身份或曾在日本香港工作过的情况填写进去了。 



不存在这一年龄区间的研究者集团。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在 2018 年前后，只

有拥有博士学位者才能进入研究人员队伍，而 25-35岁的青年们大多还在为获取

学位而奋斗，尚未成为公认的研究人员。其结果是青年研究集团不复存在。10 

日本研究的具体研究方向亦出现变化，变化趋势同样值得关注。 

表 1 涵盖了自 1985 年起进行的四次日本研究状况调查的结果。这一期间，

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日本研究的主要方向在三十余年间却没有明显变化。政

治·外交与历史研究占全体的 20-30%，经济占 15%左右，文学与日语·日语教育

占 35-45%，文化·社会占 15%，其他研究方向占 5%。不同时间点的数据稍有差

异，但总体而言没有明显变化。同时研究多个领域的研究人员一直维持在总数的

20%左右。如图 3所示，研究人员的专攻方向并没有因时代不同而产生明显变化。

11 

然而，将研究方向与年龄分布进行对比可以发现，不同年龄段的研究人员的

研究方向存在明显差异。 

图 6显示了 2018 年各研究方向学者的年龄分布，对 50岁以下研究人员的比

率进行分析可发现，日语·日语教育（58.7%）与文学（57.6%）的比率高于平均，

而法律·行政（24.2%）和经济（32.6%）、政治·外交（33.1%）的比率则低于平

均，存在中青年研究人员聚集于某一研究领域的现象。 

表 1 研究人员的主要研究领域分布：1985-2018年（单位：%） 

 

注：1985 年与 1997 年的数据引自杨（2018：4） 

                         
10
 此结论有待商榷。如后文所述，众多中国学生前往日本攻读博士学位，而这些学生不是本次调查的

调查对象。因此，收录进名单的青年研究者人数可能低于实际。 
11
 经济与历史的占比小幅减少，日语·日语教育和文化·社会的占比呈减少趋势，但均在误差范围之

内。 



 

图 6 主要研究领域的年龄分布：2018年 

综上所述，目前中国的日本研究者群体同时存在两个特征。第一个特征是工

作地区与研究方向稳定不变，第二个特征是不同年龄段研究者的研究方向差异明

显。12 

4.2 获取学位的时间与地点：国内培养博士与海归博士并存 

接下来将焦点转向研究人员获取学位的时间与地点。 

一般而言，在知识进口阶段，研究人员主要由海外的教育科研机构进行培养，

因而在海外获取学位的研究者占比会不断提高。随着本国高等教育机构的发展，

国内也逐渐可以自主培养研究人员，在国内获取博士学位后，同样可以进入研究

者队伍。但是，本土博士学位的含金量迟迟难以提升，大量的青年研究者依然倾

向于在外国获取学位，其结果是学术研究难以实现本土化。进入 21 世纪以来，

国家集中投资发展教育，中国的高等教育飞速发展。在这一背景下，通过分析中

国的日本研究者于何时何地取得学位，可以深入了解中国的日本研究人员的培养

状况。 

图 7显示了截至 2018年，硕士、博士学位拥有者人数的时间推移。13拥有硕

士或博士学位是成为研究人员的基本条件。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开始，硕士、

博士学位拥有者的人数稳步提高，日本研究的基础逐步确立。同时，硕士与博士

                         
12
 这一现象的合理化解释是法律·行政与经济、政治·外交等领域的入门门槛较高，必须到达一定年

龄才能从事此方向的研究。然而从 2018 年的调查数据可知，获取学位的时间与年龄并无明显相关性。 
13
 虽然调查数据包含 2018 年获取学位人员的信息，但未填写此项信息的人员过多，因而不属于本报告

的研究范围。 



的增长曲线高度吻合，可以看出越来越多的硕士会选择继续攻读博士学位。14 

 

图 7 硕士和博士学位授予年份：截至 2018年 9（单位：人） 

然而，如果仅考察博士学位的获取地点，则会得出不同结论。1980 至 2005

年，在日本获取博士学位与在中国获取博士学位的人数基本相同。2005-2010年，

在中国获取博士学位的人数到达顶点，表面上看，学位授予开始呈本土化趋势。

然而 2010 年以后，形势出现反转，在日本获取学位的人数不断增多，这一趋势

一直延续至今（参考图 8）。15中国学生的个人意愿、中国教育机构鼓励留学的政

策、日本各大学吸引留学生的优惠政策、中国的日本研究机构选拔研究人员的方

针等诸多要素共同造成了这一趋势。其结果是，中国并没有完全实现本土培养研

究人员，国内培养博士与海归博士并存的状况长期持续。 

图 9展示了各研究领域的研究者获取博士学位的比率。文学（31.5％）与日

语·日语教育（43.4％）的比率较低，法律·行政（76.5％）和历史（65.7％）

的比率较高。青年研究人员集中的研究领域，恰是博士学位取得率较低的领域。 

 

                         
14
 以 2009 年为拐点，数值呈下降趋势的原因是 30 岁左右的博士尚未获得固定的研究型工作，因而没

能成为此次调查的对象，并不意味着日本研究者数量呈下降趋势。 
15
 在日本获取博士学位的人数于 2003 年到达顶点。此后，在中国获取博士学位的人数不断减少，造成

二者的差距不断增大。 



图 8 获取博士学位地点的年代推移图：截至 2018年（单位：人） 

 

图 9 主要研究领域的研究者获取博士学位比率：截至 2018年 

4.3 研究者群体中的性别：女性研究者增加 

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伴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与少子化现象的突显，中国

的日本研究者的性别比率及其发展趋势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图 10 显示了截至 2018 年，研究人员的年龄分布与性别分布。以 55 岁为分

水岭，男女人数比存在明显差异，青年研究者中女性的占比不断增加。60岁以上

的研究者中四分之三是男性，而不满 50岁的研究者中女性占 63%。 

女性研究者的增长趋势在某几个研究领域显得尤为明显。图 11 展示了截至

2018年，各研究领域的男女比率。日语·日语教育与文学领域的女性占比较高，

这两个领域同时也是无博士学位者和青年研究者集中的领域。中国的日本研究过

去主要由男性研究者承担，这一状况不断发生变化，女性开始成为日本研究的重

要力量。 



 

图 10 男女年龄构成比：截至 2018年（单位：人） 

 

图 11 不同研究领域男女比：截至 2018年 

4.4 研究成果发表语言与发表国别：明显的本土化倾向 

4.2 节探讨了中国的日本研究人员在何处获取博士学位，那么发表研究成果

时使用的语言以及发表地是否存在同样状况呢。本节将以论文发表语言与发表国

别为中心进行分析。 

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的迅速发展，在中国用汉语发表研究成果的学者不断

增多，在外国使用外语（以日语为主）发表论文的数量则长期保持稳定（参考图

12和图 13）。无论在中国还是外国获得硕士、博士学位，无论研究哪一领域，所

有学者均明显呈现出上述本土化倾向，这构成了现代中国日本研究的重要特征之

一。换言之，研究人员通常将中国人预设为研究成果的目标读者，因此较少使用

日语和其他语言，向外界发声。 



截至 2018年，中国的日本研究者发表的研究成果中，只有 2%的作品使用外

语（包括日语）写作，在中国以外的国家发表代表作的数量则仅占总数的 8%。由

于中国本身拥有庞大的知识消费市场，因此研究成果出现本土化倾向不足为奇。

但是不容忽视的是，中国的日本研究与海外的日本研究，或更准确的说是华人以

外的海外日本研究的交叉点相对较少。16 

 

图 12 主要研究成果发表语言的时间推移：截至 2018年
17
（单位：篇） 

 

图 13 主要研究成果发表国别的时间推移：截至 2018年（单位：篇） 

4.5 影响晋升的要因：成果至上主义的扩大 

在 2009年与 2018 年两次调查结果中，研究者个人可能发生的最大变化莫过

于职称。研究九年间日本研究人员的晋升状况，可以推知中国如何评估与考核本

国的日本研究者。 

图 14 显示了两次调查中都填写了职称信息的 880 名日本研究人员的晋升状

                         
16
这一趋势不仅存在于中国大陆，中国台湾的日本研究界也存在着同样现象。已有众多研究人员指出，

中国台湾缺乏与海外，特别是日本的研究合作。参见（岡崎，2014；李，2016）。 
17
2018 年调查收录了各研究人员三项主要研究成果，本图仅以每位研究人员的第一项研究成果为数据

进行分析。第二、第三项研究成果的分布图与本图呈相同趋势，如果将全部研究成果进行统计分析，则本

图的纵轴会过长，因此仅收录主要研究成果进行分析。 



况。九年间实现晋升的有 234人，占全体的 24.4%。换言之，参与调查的研究者

中，有四分之三的人没有晋升。 

 

图 14 职称变化：2009-2018年 

通过对现有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可以判断获得晋升的研究者所具备的共同特

征。 

因变量为 2018 年的职称减去 2009年职称的数值，共设六个解释变量，分别

为（1）是否拥有博士学位（虚拟变量），（2）年龄层（不满 40岁=1，60岁以上

=4，共设四级数值），（3）研究领域（各研究领域设为虚拟变量），（4）研究成果

发表国（虚拟变量，中国=1），（5）研究成果发表语言（虚拟变量，汉语=1），（6）

性别（虚拟变量，男性=1），对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2所示。 

表 2 决定晋升的要素：2009-2018年 

  B 标准误差 回归系数 T值 假设几率 

定量 0.77 0.19   4.13 0 

虚拟变量：拥有博士学位=1 0.39 0.08 0.18 5.11 0 

年龄层 
-

0.31 
0.04 

-

0.28 

-

7.76 
0 

虚拟变量：政治·外交=1 0.1 0.12 0.03 0.81 0.42 

虚拟变量：经营·经济=1 0.16 0.12 0.06 1.37 0.17 

虚拟变量：历史=1 0.14 0.11 0.05 1.27 0.2 

虚拟变量:  文学=1 0.02 0.11 0.01 0.16 0.88 

虚拟变量：文化·社会=1 0.16 0.1 0.06 1.61 0.11 

虚拟变量：日语·日语教育=1 
-

0.17 
0.13 

-

0.04 

-

1.28 
0.2 

虚拟变量：法律·行政=1 
-

0.13 
0.22 

-

0.02 

-

0.57 
0.57 

虚拟变量：其他=1 0.37 0.59 0.02 0.62 0.53 

虚拟变量：研究成果发表国/中国=1 0.44 0.2 0.12 2.18 0.03 



虚拟变量：研究成果发表语言/汉语=1 
-

0.06 
0.2 

-

0.02 
-0.3 0.76 

虚拟变量：男性=1 
-

0.06 
0.08 

-

0.03 

-

0.76 
0.45 

R
2
=0.133， Sig=.000 

注：因变量为 2018 年的职称减去 2009 年职称的数值。 

 

决定系数为.13，数值偏小，因此无论下何结论均难免有以偏概全之嫌，但

依然可以看出中国的晋升体系存在着明显的“成果至上主义”色彩。研究领域、

性别、研究成果发表语言对晋升几乎没有影响，而拥有博士学位并在中国国内发

表研究成果的青年研究者则有更多升职机会。18 

结语 

中国的日本研究机构逐年递增，虽然地区分布不均的现象依旧存在，但各地

研究机构能够覆盖的研究领域稳步扩大。同时，并没有出现某一地区专门研究某

一领域的过度集中现象，各研究领域均保持着相对平衡的发展态势。 

日本研究者群体同时存在两个特征。第一个特征是工作地区与研究方向稳定

不变，第二个特征是不同年龄段研究者的研究方向差异明显。众多女性研究者加

入研究队伍，在文学和日语·日语教育领域，女性研究者的比例相对较高。可以

预见，女性研究者在全体研究者中的占比将继续上升。 

拥有博士学位的研究人员持续增加，而 2010 年后，在日本获取博士学位的

人数开始超过中国本土，中国并没有实现只在国内培养研究人员。与此形成鲜明

对比的是，中国拥有庞大的知识消费市场，中国的日本研究者倾向于在中国的杂

志上用汉语发表研究成果，可以说“日本研究的中国化”在稳步发展。拥有博士

学位，且在中国国内发表研究成果的年轻研究者容易升职，性别与研究领域并不

构成晋升的障碍，因此中国的研究人员晋升标准体现了明显的成果至上主义。 

中国的日本研究在成长过程中呈现出如上特征，这些特征本身值得肯定。然

                         
18
对于使用日语或英语在海外发表研究成果对晋升影响较小的问题，中国国内似乎存在质疑的声音。然

而，正如前文所分析的，中国的日本研究的主要任务在于满足国内的知识需求，而非向海外发生，因而出

现这一问题不足为奇。 



而当今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出现了诸多新趋势，例如研究发展的地区专门化（刘，

2015:35）、研究活动国际化、以及世界规模协同研究（刘，2015:35）。要妥善应

对上述新趋势，中国的日本研究依旧面临诸多待亟待解决的课题。同时，2010年

以后，在中国国内获得博士学位的研究人员呈下降趋势，这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

之一。中国的日本研究界面临的问题主要有：（1）如何避免中国国内的博士生导

师出现青黄不接现象。（2）如何鼓励、支持青年研究人员开拓的新研究领域。（3）

如何构建适合女性研究者的工作体制。（4）如何在成果至上主义评价体制下，真

正实现研究质量的提高。上述问题均有待中国的日本研究界慎重思考与解决。 

从研究者的规模而言，中国已经成为与美国不相上下的日本研究大国。笔者

作为国际日本研究的摇旗手，今后也会继续关注中国的日本研究的发展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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